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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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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探讨新冠疫情下生活事件、错失焦虑、无聊倾向、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关系。结果显示，生活事件、

错失焦虑、无聊倾向和手机成瘾倾向各变量间均为显著正相关。生活事件通过错失焦虑和无聊倾向的单独中介作用

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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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自2019年底以来，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，研究发现

面对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个体需要增加智能手机
使用的持续时间和频率以确认其周围环境的准确图像，
这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手机成瘾[1]。手机成瘾倾向会导致
个体出现明显的社会、心理功能损害，且大学生是手机
成瘾的高发群体[2]，因此，本研究探讨在新冠疫情的时
代背景下，大学生遭受的负面生活事件对手机成瘾倾向
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。

以往研究发现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心理社会应激源，
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[3]。个体压力知觉水平
越高，对智能手机成瘾的风险也越高[4]。受新冠疫情影
响，人们的日常活动发生重大变化，生活事件综合了众
多领域的风险因素，增加大学生压力负荷，对手机成瘾
倾向的直接预测作用可能更强，手机依赖可能成为大学
生应对负性生活事件的非适应性策略[5]。

错失焦虑反映了人们在脱离社交圈中令人满意的事
件和经历后所产生的关注、担忧和焦虑[6]，大学生对高
水平压力和负面事件错误的适应性解释能够影响错失焦
虑体验[7]。疫情期间人们对于因错失某些重要信息而引
起的焦虑可能更加强烈[8]，这似乎成为强迫性使用手机
的诱因[9]，以往研究也指出错失焦虑能够预测有问题的
手机使用[10,11]。因此错失焦虑可能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手
机成瘾倾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。

COVID-19疫情期间的焦虑和封锁造成部分个体对众
多事物失去兴趣[12]，当外部环境无法提供足够的刺激
时，个人会感到无聊[13]。且无聊易感者更可能将自己沉
浸于能使自我获得快感或大量刺激的行为中[14]，手机因
其娱乐的多样性和便携性等特点成为了大学生排遣无聊
的重要媒介和工具[15],因此生活事件可能通过无聊倾向
的中介作用影响手机成瘾。

此外，错失焦虑与无聊倾向显著正相关[16]，有研究
发现心理困扰能够通过错失焦虑和无聊倾向的链式中介
路径影响网络成瘾[17]。综上所述，本研究拟探讨负性生
活事件与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，以及错失焦虑与无聊倾
向是否在其中起链式中介作用，为新冠疫情下大学生成
瘾行为的应对提供一定理论依据。

二、对象与方法
（一）研究对象
本研究通过随机取样，主要于湖南某高校选取本科

大学生进行调查。共发放问卷650份，回收有效问卷612
份，有效回收率94.2%。其中男性275（44.9%），女性
337（55.1%），大一291人，大二162人，大三143人，
大四大五16人，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8.89±1.23岁。

（二）调查工具

1.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(ASLSE)[18]

由刘贤臣等人编制，该量表有27个项目，分为人际
关系、学习压力等6个因子，量表按6点计分，1（未发
生），2（发生但没有影响）——6（极重影响），得分
越高表示大学生生活中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，个体
受到的影响越大。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.85，本
研究中的α系数为0.95。

2.错失焦虑量表（FoMOs）[19]

由李琦等人修订，该量表有8个项目，分为错失信
息恐惧和错失情境恐惧两个维度，量表按5点计分，1
（完全不符合）——5（完全符合），得分越高表明个
体感受到越高水平的错失焦虑。中文修订版总量表的内
部一致性系数为0.72，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.78。

3.简版无聊倾向量表（BPS-SF）[20]

由李晓敏等人修订，该量表有12个题目，其中1、
2、4、7、8、12题反向计分，分为外部刺激和内部刺激
2个维度，采用Likert 7点评分法计分，从“完全不同
意”到“完全同意”，总分越高，表明无聊倾向程度越
高。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.89，本研究中的α系
数为0.69。

4.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（MPATS）[21]

该量表由熊婕等人研制，共16个条目，涵盖戒断症
状、显著性、社交舒适度和情绪变化四个因素。受访者
用五分制从1(完全不一致)到5(完全一致)对每一项进行
打分。该量表的分数分布范围为16到80。当总分较高
时，对手机上瘾的倾向更有可能严重。问卷的内部一致
性系数为0.83，本研究的α系数为0.86。

（三）统计方法
采用SPSS软件、Hayes编写的Process程序进行数据

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。
三、结果
（一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
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，将

生活事件、错失焦虑、无聊倾向和手机成瘾倾向4个量
表的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，结果表明，共
有13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，且第一个因子的变异量为
22.81%，小于最低标准40%，表明此研究中不存在明显
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。

（二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
皮尔逊积差相关研究表明（见表1），负性生活事

件、错失焦虑、无聊倾向与手机成瘾倾向两两均显著正
相关。

（三）链式中介模型分析
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 V3.3宏程序中的模型6进

行回归分析。结果显示（见表2），生活事件对手机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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瘾倾向的总效应显著（β=0.30，p<0.001），直接预测
作用也显著（β=0.15，p<0.001）。生活事件不仅能够预
测错失焦虑（β=0.19，p<0.001），还能够预测无聊倾
向（β=0.24，p<0.001）；错失焦虑不仅能够预测无聊
倾向（β=0.16，p<0.001），还能够预测手机成瘾倾向
（β=0.43，p<0.001）；无聊倾向能够预测手机成瘾倾向
（β=0.25，p<0.001）。由此可见错失焦虑和无聊倾向在
生活事件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。

表2 链式中介模型

回归方程 方程拟合指数 系数 显著性

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

手机成瘾 生活事件 0.30 0.09 58.35*** 0.30 7.64***

错失焦虑 生活事件 0.19 0.03 21.98*** 0.19 4.69***

无聊倾向 生活事件 0.31 0.10 32.58*** 0.24 6.03***

错失焦虑 0.16 4.15***

手机成瘾 生活事件 0.60 0.36 113.09*** 0.15 4.37***

错失焦虑 0.43 12.88***

无聊倾向 0.25 7.26***

注：数据均已标准化，***p<0.001

中介效应分析显示（见表3）：错失焦虑和无聊倾
向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%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，
表明错失焦虑和无聊倾向是生活事件影响大学生手机
成瘾倾向的中介变量，中介效应值为 0.15，占总效应
（0.30）的 50.00%。错失焦虑和无聊倾向的中介效应
主要是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实现的：第一条途径为生活事
件→错失焦虑→手机成瘾倾向，其间接效应值为0.08，
占总间接效应的53.33%；第二条途径为生活事件→无聊
倾向→手机成瘾倾向，其间接效应值为0.06，占总间接
效应的40.00%；第三条途径为生活事件→错失焦虑→无
聊倾向→手机成瘾倾向，其间接效应值0.01，占总间接
效应的6.67%。

表3 中介效应检验

效应值 Boot SE
Bootstrap 95%CI 相对中介

效应%下限 上限

总间接效应 0.15 0.02 0.10 0.19

间接效应1 0.08 0.02 0.04 0.12 53.33

间接效应2 0.06 0.01 0.04 0.08 40.00

间接效应3 0.01 0.01 0.01 0.01 6.67

四、讨论
本研究发现新冠疫情期间负性生活事件能够通过直

接与间接路径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。支持了补偿性
互联网使用理论，即负面压力源与生活事件会促使人们
通过过度使用设备来缓解负性情绪，强调消极的生活事
件作为原因，及其带来不良的网络使用作为结果[22]。与
以往研究相同，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促使大学生通过各

种方式舒缓压力，是不良行为的风险因素，压力越大，
个体使用手机的动机越强烈，出现手机依赖的可能性就
越高[23]。此外，负性生活事件对手机成瘾倾向的作用还
受到中介变量的影响。

首先，生活事件能够通过错失焦虑影响手机成瘾倾
向。日常生活中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对错失焦虑起预测
作用[24]，即当负性生活事件使个体需求无法满足时，将
导致错失焦虑水平的升高。青少年的错失焦虑与较高水
平的感知压力有关，对于青少年来说，错过同伴互动可
以被认为是非常有压力的，结合疫情的封锁与隔离等情
况，其带来的恐惧将驱使大学生使用手机从而与他们的
同伴保持联系[25]。与以往研究中错失焦虑在社交焦虑、
逆境压力和网络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结果一致[22,26]。
因此负性生活事件带来了错失焦虑，为缓解这种焦虑而
加深了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。

其次，无聊倾向在生活事件与手机成瘾倾向间起中
介作用。以往研究指出在无聊倾向上得分较高的人感到
对自己的控制力较弱，会持续脱离环境[27]，很难在手头
活动中集中注意力且倾向于将长期的厌倦体验归因于外
部环境[28]，因此外部的负性生活事件将加剧个体的无聊
倾向以及无聊倾向带来的消极情绪。同时Yan L[27]等人
的研究表明疫情期间，容易感到无聊的人可能更容易受
到不利环境的影响，因为他们的冒险行为或消极的应对
策略，指向了手机成瘾倾向的形成，无聊倾向已被充分
证明为手机成瘾倾向的重要预测因素[29]。因此，负性生
活事件促进大学生无聊倾向的形成，进一步加重了手机
成瘾倾向。

最后，本研究结果表明错失焦虑和无聊倾向在生活
事件和手机成瘾倾向间起链式中介作用。根据自我决定
理论，人们有与他人保持亲密感和联系感的需求，错失
焦虑个体将更有可能陷入这种未满足的需求，但疫情期
间，当唤醒的需求与环境中的刺激不匹配时，人们将难
以维持最佳的唤醒水平而进入无聊状态[17]。另一方面，
错失焦虑水平高的个体容易产生由负性生活事件驱动
的负面情绪状态，基于自我损耗理论，个体负面情绪会
消耗自我调节资源，而无聊倾向涉及注意控制受损，因
此，为缓解随之而来的无聊，自我调节能力低、缺乏自
我控制的个体将期望社会联系与活动，容易形成手机成
瘾倾向[30]。总而言之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将引
发大学生错失焦虑，进一步形成无聊倾向的个体特质从
而提高手机成瘾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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